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 1956 年拍摄了电影 《地下少先
队》，当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也推出了同名话
剧，内容是几位地下工作者一起创办《新少年报》的真实
故事。影片中孩子们口中的“咪咪姐姐”在现实生活中叫
吴芸红。

1944年春，吴芸红考入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与袁
鹰 （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 成为同班同
学。由于彼此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渐渐互相吸引，于
1950年7月结成伉俪。婚前，吴芸红一边工作，一边读大
学，晚上还要写稿或批学生作业，空闲时间极少，根本没
有时间逛公园、看电影、下馆子。当年，大学尚未毕业的
袁鹰在上海的进步报纸 《世界晨报》《联合晚报》 任记
者、编辑，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投身民主进步事业。

早在1939年，吴芸红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时就加入
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界抗敌救国协会”，积极投入抗日
救亡运动。1945年6月，吴芸红在之江大学加入中国共产
党。晚年，吴芸红还记得：“我用米汤水写的入党申请
书，在纸面上看不出文字。这是一种秘密的办法。”袁鹰
和吴芸红都是抗战胜利前入党的，据袁鹰回忆：“那时只
能做一些很秘密的工作，联络同学，小规模的活动。”抗
战胜利以后，学生的游行“没有明显的压迫”，“共产党不
公开出面而在暗中领导的报纸刊物也都能出版，争得大量
的读者”。

1946年2月16日，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社会青
年区委创办了一份少年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吴芸红是
报纸的主编之一。报社的编辑、发行、联系小读者的工作
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报纸以寓真理于活泼通俗、隐蔽的
方式来传达信息，出版不久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关注与喜
爱。该报非常注重为小读者提供服务，第3版“少年园
地”的“咪咪信箱”由吴芸红主持。当时，美术编辑在专
栏处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于是吴芸红有了外号“咪咪
姐姐”。从此，吴芸红开始与小朋友结缘，几十年始终不
改初衷，淡泊名利，默默耕耘，为红领巾事业操劳了一辈
子。

“咪咪信箱”不仅是与小读者交流的桥梁，还是发现和
培养小通讯员、小发行员的桥头堡。面对小读者的来信，
吴芸红从来没有以指导者的身份自居，而是真正去关注孩
子们和他们的内心需求。一封封回信，就像一粒粒火种，
引导孩子们穿过苦闷的隧道，冲出彷徨的幽谷，迎来希望
的朝阳。“咪咪姐姐”和小读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
们心目中最有威信的好伙伴、知心姐姐。

在报社，吴芸红以“虹”“丁丁”等为笔名撰写《孩子们》
《爸爸讲的故事》《老伯伯讲老话》《丁丁的日记》等作品，反
映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孩子们的苦难生活，以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以及借古喻今的手法帮助孩子们认识社会，坚持“把真
理带给孩子”，教育、陶冶孩子们，启迪心灵。

吴芸红不仅办报，而且还组织举办小记者“培训班”，曾
经邀请有关人士为小记者讲文学、诗歌、戏剧、新闻和美术课
等内容，还帮助小读者、小记者、小发行员参加社会实践，组
织“一日夏令营”的“小先生”活动，办“识学班”，帮助流浪儿
学文化，带领大家参加“石榴花”运动，大雪天访贫问苦、送寒
衣送奶粉……她生前曾说：“在少先队，少先队员是组织的主
人，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自己动手组织各种活动，他们自
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应该信任儿童，尊重儿童，
适应儿童的特点。”

吴芸红生前说，当年的那些小发行员主要是帮助推销
报纸，他们完全是义务的。“许多小发行员不仅在学校里
帮助推销，有的还到马路上、公园里叫卖，千方百计把报
纸销出去。他们知道报社经济困难，如果当期报纸卖不出
去，钱收不回来，便不能出版下期报纸了。读者热爱《新
少年报》，把《新少年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把自己看
成是报纸的小主人。”

1948年12月2日，《新少年报》该出第100期了，但
迟迟不见送报来，这可急坏了订户。几天后，邮局送来一
小卷纸，拆开一看，正是第100期，可只有一份，再仔细
看，头版登着告别信《暂别了，朋友》：“亲爱的少年朋友
们，我们被迫痛心地和各位暂别……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
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

原来，《新少年报》出到第99期时，突然有同志报告
不幸的消息说：国民党教育局不准各校学生订阅《新少年
报》……为了安全保存力量，组织决定，报刊立即停办，
所有同志撤离报社，分散隐蔽，以等待时机。

吴芸红曾回忆：“我们把第100期的稿件送到印刷厂
排印，把给小通讯员的告别信分成几批分别投到几条马路
上的邮筒里，便分头隐蔽起来。《新少年报》 随即停刊
了，后来听说小读者和小通讯员收到最后一期报纸和那封
告别信后，不少人急急跑到报社的小屋去找我们。门紧闭
着，怎么能找到我们呢？什么时候能再看到《新少年报》
呢？一些孩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一个多月后，读者们收到邮寄来的吴芸红主持编辑的《青
鸟》丛刊。看着熟悉的题花，他们认出这就是《新少年报》的化
身！原来，新少年报社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秘密办了“改头换
面”的《青鸟》丛刊（共办了7期），又把小发行员和小读者们聚
集起来了，成为之后地下少先队的核心力量。

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传达《中共中
央关于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的决议》，支部书记胡德华把
建立地下少先队的任务交给吴芸红、祝小琬、颜学琴、段
镇。吴芸红等继续与那些要求上进、追求光明的少年保持
联系，并将他们组织起来，逐个吸收进“地下少先队”。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吴芸红被调到上海团
市委少年部工作。

黑暗中举起“星星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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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红领巾”
——中国少先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吴芸红的人生故事

余玮

吴芸红是中国少先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
一。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她曾毅然举起“星星火
炬”，参与创办 《新少年报》《青鸟》，建立了第一支
地下少先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致力于少先

队事业，在少先队活动、组织建设、辅导员队伍建
设、理论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她奔忙、辛勤的身影……

她的著作得到团中央与教育部重视，填补了中国
少年儿童运动的历史资料空白……

吴芸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团中央系统第一个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人，她还多次被评为团中央
机关优秀党员、中直系统优秀党员、全国离休干部
优秀党员等，并获全国少先队工作突出贡献奖、国
务院特殊津贴等。面对这些荣誉，她从来都是心有

“惭愧”，一直认为是自己应该做的平凡事。
1983年8月离休后，吴芸红着手总结几十年的

工作经验，开始整理、收集、抢救史料的艰巨浩繁的
工作。不顾年事已高，她到鄂豫皖边区，到福建龙岩、
长汀，到江西瑞金，跑遍文史馆、纪念馆，深入城市乡
村、山沟边寨实地考察，收集我国少年儿童运动的第
一手历史资料。同行的颜学琴回忆：“经多方打听，找
到当年的儿童团员，他们热情地对我们讲述当年儿
童团的故事，我们还收集抄录了很多资料，收获很
大。”据颜学琴讲，吴芸红了解了在苏区由中央儿童
局领导的共产儿童团的历史情况，寻访了当年曾与
彭湃合影的劳动童子团团员，参观了革命历史遗址

“红宫”，吴芸红“不顾当时炎热的天气，总是为收集
到了珍贵资料而感到十分欣喜”。为此，吴芸红历时
两年和他人一起编写了40万字的《少先队工作手
册》，被誉为“中国少先队学的奠基石”。

从年轻时就曾系统学习过教育学的吴芸红，十
分渴望加强少先队的理论研究，探索少先队工作的
规律和特点，从而使少先队工作真正成为一门科
学、一门新兴的中国少先队学。抱着这个信念，当

“全国辅导员进修学校”教材编写组组织撰写《少
先队工作理论》时，她抱病参加审改教材。胃疼
了，就吃止痛片，吃药后发困，又喝浓茶……连续
工作到翌日凌晨。她不顾年老体弱，到吉林、内蒙

古讲学，为全国辅导员进修学校举办的电视讲座讲
少先队理论的第一课，并担任全国辅导员技能技艺
比赛的评委。她时常为中国少儿运动史所困惑，年
代不清，史料无人整理，线索如同乱麻，缺少统
一、完整、科学的体系……她深感基础研究的薄
弱。于是，她想全力开拓这块迷人的园地。

离休后，吴芸红与有关同志到一些省区市收集
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去基层寻找最早见证少年
儿童运动的那批人，访问当年的少先队干部等老同
志，走访文史馆，厘清中国少儿运动的历史脉络，
总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开少先队史学研究先河。

她主编了近29万字的教材《中国少年儿童运动
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
述我国少年儿童运动发展情况的专著，还合著了《中
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少先队的光辉历程》《闪闪的
火炬》，并出版了多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资料选
辑》等，为少先队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中
的很多内容，都是在她离休后用腿、用笔一点一点跑
出来、写出来的。但她却拒绝要稿费，她说她做的都
是她分内的工作。2003年到2004年，受全国少工委、
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又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国
少先队工作50年大事记》。

6年前，即2016年5月27日，吴芸红因年老体
弱、全身脏器功能衰竭而去世，享年95岁。一辈
子在跟少先队打交道的吴芸红默默地走了。

吴芸红！一个很多人并不熟悉的名字，但这是
一个与许多人的成长紧紧关联的一个名字，是一个
可以载入中国少先队史册的名字。

（本文作者余玮系红色作家，诗人，雷锋研究专家。
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
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抢救”少运史料

1953年秋，吴芸红随袁鹰调到北
京，在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20世
纪50年代，中国少先队基本是学习苏
联少先队的模式和经验。当然，这种学
习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要适合中国的
实际。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呢？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吴芸红深入基层，一年中至
少 4 个月在各地的城乡小学调查研
究，既跑城市集镇，也到山乡边寨，有
时还去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从各
种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中发现典型，总
结经验，找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在少先队领域工作的时间太长，
少先队对于吴芸红来说已经是她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听到哪里
有好的工作经验，或者好的少先队员
典型，她都会无比兴奋。有一次，吴
芸红在北京调研，那一天，她连续走
访了两个小学，跟校长、辅导员、少
先队员都进行了长谈，最后却耽误了
回团县委的时间。等她回去，团县委
已经下班，关了大门，她只能爬大门
进去，翻窗取出自己的行李。

1957年，团中央书记处研究提
拔吴芸红任少年部副部长，可吴芸红
婉拒了组织上的安排，曾6次写信推
辞，恳切陈词自己能力差、胜任不了
领导工作，更适合一线工作。1964
年6月团九大召开后，调吴芸红任中
国少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知情人

说，吴芸红同志之所以同意担任此职，
除了她热爱培养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
外，可能是她愿意从事与此相关的文字
工作。有人回忆说：“那时，青年团系
统相互间没有称呼职务、官衔的风气，
全社人都叫她老吴。她当官不像官，不
沾一点官气，依然是一位老大姐，常常
以商量的口气与下属交谈工作，从无颐

指气使的神态。”
“文革”时，在中国少年报社主持

工作的吴芸红成了批斗对象。她平日
看似文静怯弱，说话慢声细语，在挨
批斗的时候也未见她惊慌失态。当批
斗会涉及党的机密时，任凭提问者大
声训斥，她都能承受压力，守口如瓶。

一天，袁鹰突然被勒令蹲“牛棚”，什
么东西都没带，在造反派的监视下，打电
话给吴芸红，让她送衣物和洗漱用品等。
袁鹰收到包袱打开一看，心中一热，愣了
好久——内有4盒“前门牌”香烟！平时
袁鹰不抽烟，只有朋友来访时他陪着抽
一支半支，吴芸红想丈夫在房山干校蹲

“牛棚”，整天不是写检查，就是写“揭发
材料”，这不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是
被迫的，心情肯定不好，又不能送营养
品，特意给他买了烟。

在长期的少先队工作中，她一切为
了孩子们，心中始终想着更多的孩子，
耽误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当年，吴芸红
和袁鹰被批斗、审查，无法抽身带女儿
治病，唯一的女儿田小梅由于高烧耽误
了治疗，大脑损伤，导致两腿不能直立
行走，造成终身残疾，生活难以自理。

袁鹰说，他与老伴当年曾一起经历
过风雨阴晴，“有一段日子，她以羸弱
之躯，要挤清晨时间带老保姆和女儿上
医院看病，事先雇好三轮车让她们回
家，然后自己按时赶到机关接受‘批
斗’，她也都挺过来了。十年动乱年
月，我们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也互相
体贴，互相安慰。”

1979年，少先队名称恢复后，全
国各地学校开始配备辅导员。由于新手
很多，不少人不懂少先队工作业务，身
为《辅导员》杂志顾问的吴芸红请示团
中央组织着手编写 《少先队工作手
册》。工作量很大，吴芸红亲自写提
纲、约稿、审稿。她常常带着病改稿
子，为了稿子的质量，一字一句反复地
抠，甚至有的她觉得不好的地方就自己
重写。手册出版后，受到各级少先队组
织与广大辅导员的欢迎。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编委、共
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谷斯涌
说，吴芸红参与了一少至六少会议的
筹备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团中央的
少年儿童工作中，她是起草各类报
告、决议、条例的重要笔杆子，也是
研究、指导实践的专家。吴芸红熟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少儿工作的
全貌，为新中国的红领巾事业献出了
自己的青春年华，被誉为是这个行业
的‘活字典’。”

按离休前职级和年龄，吴芸红出差
可以坐软卧，但她坚持只坐硬卧。她身
体虚弱，但每次公务都拒绝单位派车接
送。按学识、水平、能力和资历，她本
可以直接申报高级职称编审，但她却要
把机会让给年轻同志。

默默耕耘的园丁

《新少年报》的副刊

吴芸红吴芸红、、袁鹰夫妇与少年儿童在一起袁鹰夫妇与少年儿童在一起。。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和少年先锋队
事业开拓者吴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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